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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錦成：社工式議員與地區工作 

 

受訪者：許錦成（民協創會成員） 

訪問者及整理：劉麗凝 

 

許錦成簡介：民協創會成員，85 年中大社工系畢業，大學時期在學長廖成利的邀請

下擔任義工，後來協助廖成利及民協的選舉工作，直到 1991 年才參選區議員，目前

為黃大仙民選區議員(竹園南)。 

 

問：你為何會選讀中大社工系？你在大學時期受甚麼思潮影響？ 

 

許：我出身自慈雲山的基層家庭，中學時期我是傳統讀書和玩耍的學生，例如週末會

去踢足球或打麻雀，都是一般的中學生，不會關心社會的發展。八十年代要考入大學

還是相當困難的，當時只有兩間大學（中大和港大），入學率是大約 3%左右，另外

有一些大專院校（理工、浸會）及私立的大學（珠海、樹仁）。 

 

你問我為何會選讀社工系，我預科是選修物理、純數、應用數學及化學，我讀得非常

吃力，覺得自己不太適合讀理科了，後來我自修一年中大的課程，好不容易考入中

大，那時我對工科、物理、數學等科目已經不再感興趣了，因此只能從商學院或社會

科學學院二選一，我覺得商業不太適合我，於是我就選社會科學了，其實我也不大了

解社會科學大概讀甚麼，例如經濟、人類學、社會學、社工......只是我覺得社工比較

有趣，一方面有實習的部份，同時因為自己考大學的過程曾遭遇到挫折，覺得可以幫

助到遇到挫折的人都不失為有意義的事情，所以我最後就選了社工這一科。當然認真

讀的時候就發現與自己想像的完全是兩回事。 

 

我 81 年入中大，入學時曾經參加大學迎新營，學生通常八至十人一組，大家來自不

同的學系，由輔導員（組長）帶領迎新營活動，我印象中迎新營的內容是以輕鬆、玩

樂為主，沒有觸及太多政治或社會議題。不過當時有一本很厚的歌集，收錄約一百多

首傳統的中國民謠，有時間的話輔導員會教我們唱歌集裡的歌曲，例如《一條大河》

等，是我沒有接觸的中國傳統歌曲。。 

 



《思想香港》第九期 

 2 

81 年 10 月，剛好是中英開始準備談判，我記得那時邵逸夫堂舉辦了一個講座，由政

政系的黃宏發講解中英談判的問題，那是我第一次接觸香港前途問題。八十年代初香

港開始出現「搶米」的社會現象，港元一直下跌，反映市民對前途問題失去信心。那

段時期，殖民政府開始推出綠皮書、白皮書醞釀地方行政改革，82 年出現第一屆區

議會選舉，實踐選民登記、一人一票普選的區議會，82 年區議會的選舉規模細，影

響力不大，尤其是欠缺民間團體和壓力團體的參與。當年參選的普遍是傳統的街坊領

袖，還有很多舊式的政治團體（例如革新會、香港公民協會），當時貝納祺、楊勵賢

等舊式政治團體領袖在 82年區議會選舉仍然有他們的角色。 

 

83 年市政局選舉就完全不一樣了，因為馮檢基從英國留學回來後，不斷遊說相熟的

團體及朋友參選（例如楊森、馮可立），但每個人都表示不會參加選舉，於是馮檢基

就決定自己參選了。我記得當時還有四個人有類似要參與選舉的前進想法，分別是馮

檢基、李植悅、林澤飄和浦炳榮，後來真的持續參政的只餘馮檢基和李植悅，李植悅

後來加入了滙點。 

 

馮檢基 83年參選市政局，他是以組織者的身份去參與的，所以 83年當選為市政局議

員後，他就開始思考如何可以做好推動的工作。如果從地區的角度來看，他一定會說

「1+1 大於 2」這想法，如果只有一個議員辦事處，街坊一直協助這個議員，一旦議

員不參選或落敗的話，就會失去過去累積的基礎；如果從組織角度來說，他們是要搞

社區組織的，所以馮檢基在深水埗有兩個市政局的直選區域(深水埗東和深水埗西)，

深水埗東由石硤尾、大坑東一直到欽州街附近，而深水涉西就是李植悅的地區。我們

當時在深水埗東區成立深水埗民生關注組，李永達就在石籬成立石籬民生關注組。 

 

如果我們看民協成立的歷史，就是一批民生關注組走在一起。84 年中央聯合聲明正

式簽署後，開始十三年「港人治港」的過渡期，有一班團體認為如果要預備「港人治

港」的話，就需要有政黨。就算市民對「黨」很抗拒、覺得敏感，我們都要建立政治

團體，去預備和培養政治領袖，甚至為香港人做好迎接「港人治港」的意識，於是一

班團體在 84年醞釀成立政治組織，直到 86年才正式成立民協。民協的骨幹是參政團

體(以地區層面為主，包括區議會及市政區議員)，例如深水埗區有三個市政局議員，

包括馮檢基、梁錦滔和譚國僑，他們以深水埗民生關注組為大本營，所以「深關」就

有這三位民選議員坐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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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提及過你在中大因為黃宏發所以開始留意香港的前途問題，你印象中黃宏發在

該場討論有提及過「港獨」這個方向嗎？ 

 

許：我聽講座時完全沒有「獨立」這個概念，主要是突出香港前途問題。 

 

說到真正令我開始接觸和參與政治，是因為我的中大師兄廖成利。廖成利 83 年社工

系畢業，比我大兩屆，他在中大社工系都是相當有名，當時他是馮檢基的職員，所以

回中大招募師弟妹幫忙做義工，結果我和幾位同學一起去幫忙。廖成利在大家眼中都

是很有魅力的領袖，我們很喜歡聽他的分享，結果我在大學期間沒有加入任何學生的

組織，反而是協助外面社區的工作。 

 

83 年開始醞釀民主回歸派，但為甚麼會出現「民主回歸」的概念、是誰提出的，我

就不太清楚了。記得我們當年走到街頭做問卷和訪問，問街坊對「回歸」有甚麼想

法？會否接受英殖民政府「以主權換治權」，繼續托管數十年，簽一份新的條約，還

是其他？我當時仍在讀書，都是義工身份去參與，真正的組織者是馮檢基、譚國僑和

梁錦滔，譚和梁已經畢業成為社工，馮檢基是全職的市政局議員，83 年譚國僑、梁

錦滔和楊森都有協助馮檢基助選。當時馮檢基在白田租了一個議員辦事處，這個辦公

室是一個樞紐，吸引所有關心前途問題的社工過來，他們一放工就來辦公室參與討

論。 

 

問：民協的社工基礎是跟廖成利的中大社工網絡有關？ 

 

對深水埗區來說是有關的，但葵青區就不是了。當然現在民協規模的收縮下，好像只

剩餘深水埗。八十年代有所謂「參政團體」與「論政團體」的分別，參政團體其實都

是指地區參政，他們是不能離開社區，所以當年會考慮參政的人都要做社區工作。李

永達不是讀社工出身的，他也會選用這種操作，雖然我不太掌握他們葵青區的操作，

但我相信他都是落區接觸居民，做仔細的組織和關係建立，包括鼓勵居民去請願等參

與手法，而不是純粹的意識形態或議員本身的宣傳形象。 

 

問: 83年這批社工替馮檢基做助選，形成了民協的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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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只是部份的雛形，當然馮檢基的影響慢慢成為主導，這是民協的發展歷史。 

 

民協 86 年成立的時候，是有兩頭馬車；民協第一屆的主席陳立僑醫生，馮檢基和李

永達分別擔任副主席，他們的重點區域是深水埗和葵青。第二屆由馮檢基做主席，李

永達主力做葵青區，88 年他同時擔任葵青區區議會主席。我當時的參與屬邊緣位

置，有參與但又不是在核心內，所以不太清楚分工。 

 

香港政治的環境轉變是在「8964」，因為「8964」令整個香港政治環境經歷重大的

轉變，對民協最大的影響是，一半的成員亦離開了民協，加入港同盟。留下來的馮檢

基和其他有社工背景的成員，讓深水埗和馮檢基好像慢慢地變成了民協的標誌，雖然

嚴天生在屯門區都有社區的工作和組織，但深水埗就主導了民協的發展，因而有人會

說民協好像變成地區黨。 

 

問：民協成立最初是有兩個契機，一個是中英草簽訂立了港人治港的方向，第二是承

接了區議會和市政局選舉的勝利？ 

 

許：跟選舉沒關係的，應該不能這樣說。 

 

最重要的是 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就醞釀一堆團體發展成為一個政治組織的意

向，於是大家四處去聯絡，參政的團體其實不只深水埗和葵青這兩個區，還有中西

區、觀塘區、屯門......例如 85 年廖成利在黃大仙區都有參與區議會選舉。因為馮檢

基同時是公屋評議會幹事，所以從公民評議會也會吸納其他成員過來。 

 

如果你看民協的歷史，民協並不是第一個成立的參政團體，滙點才是，它在 83 年成

立。 

 

問：滙點是否被視為民主派？ 

 

許：是的，民主派這個名字應該是 88直選的時候才出現，但 88直選有所謂的「三合

會」——民協、滙點和太平山學會。太平山學會的背景更傾向論政，雖然有嘗試參

政，但參政的成績並不是太理想，例如何俊仁曾經參加九龍城的市政局選舉，但都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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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而歸。滙點雖有很多學者，但滙點也會派人參政的，例如李華明、吳明欽、陸順

甜、李植悅......所以滙點內都有不少人參政。 

 

84 聯合聲明有草委，當時司徒華和李柱銘有份加入草委，85 年的更成為功能組別的

立法區議員。他們二人沒有加入民協，如果你回顧歷史，你知道他們在民協成立時，

關係是友好的，我說的是當初 84年左右的時候，後來才改變的。 

 

問: 那麼司徒華對民協的態度是？ 

 

許：一定是友好，那時民主派跟民協的共識是很強的，如果民主派有任何行動，例如

民主派要收集簽名，我們基本上會分區、分工。教協負責旺角區、民協就負責深水

埗、葵青、黃大仙......總之包辦由黃大仙去到葵青的鐵路沿線，基本上就是民協包

辦，除了教協在旺角，至少港島區一直不是我們的重點。 

 

問：為何去到六四事件後就出現分歧？ 

 

最大的分歧是牽涉港同盟的成立，六四事件後大家覺得應該要成立一個更大的政黨來

頂住共產黨，然後在 90 年 4 月成立港同盟。成立後，民協(尤其是議員)要考慮是否

加入港同盟？因為我當時還不是議員，雖然有參與過討論，但不是太核心的成員，我

理解最後有部份人不加入港同盟是基於兩個因素：1)民協的成立，政策上是走社會主

義、社會民主黨的路線，但港同盟沒有太清楚提及這理念、或走中下階層的路線；2)

我們是否應該分清楚政黨與民主運動，如果要頂住共產黨，當時支聯會已經扮演這個

角色，支援整個民主運動，而司徒華是支聯會的主席。或者另一個講法是民主運動與

政黨應該是有少許分別的，因為政黨是有一些包袱，例如政黨是在某些情況下是需要

有政治上的溝通和妥協，但如果你的民主運動與政黨都是同一批人，豈不是很容易就

能夠一網打盡？所以兩者是否應該分工？同時，港同盟好像成立得太急速......我們討

論過很多不同的因素，但這不是最核心的討論，不過最後有一半的民協成員過去港同

盟。留在民協的人通常都是紮根在黃大仙和深水埗的成員，但大部份葵青區的成員就

加入了港同盟。這可能跟馮檢基的取態有關，他傾向將民主派分散在不同的政治團

體，多於集中在單一的政黨，因為共產黨直接攻擊的話，豈不是一網打盡？有議員身

份的成員必定成為政黨拉攏的重點對象，但他們討論的細節我就不太清楚了。 



《思想香港》第九期 

 6 

 

 

問：民協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關係是甚麼？ 

 

 

許：早期民協內部是有論政和參政團隊的參與，我們有一班學者(張家敏、魯凡之等)

負責成立智庫和政策研究的工作，我們當時分了很多不同的小組，例如中國組、社會

組，魯凡之很喜歡去寫文章的，他是民協第一屆評議會的議長，負責建立民協的意識

形態和理論。呂大樂在「民協經驗講座」提出一個評論，就是八十年代就應該成立工

黨，當然你可以再仔細地劃分工黨、社會黨及社會民主黨的分別，但這就是學術、微

觀的處理層面了。如果純粹說走低下階層路線的政黨，其實民協是做了這個角色的，

亦都做了大量的地區組織工作，不過我個人覺得最關鍵的影響仍是 8964，因為香港

受到內地的衝擊和影響，令到很多香港的政經發展帶來很大的影響。 

 

問：六四事件以前，整個民主派跟內地都是有傾有講？ 

 

 

許：當然是有溝通的，六四的時候大家都停止任何交流，甚至覺得內地政府會倒台。

我們一直有參與支聯會的活動，但去到九十年代是否仍然停止交流呢？可能這是馮檢

基的說法，你作為政黨去面對你的主權國，尤其是我們都是「民主回歸派」，就自然

會有這個包袱，要考慮是否與中央溝通；當然你可以拒絕與內地溝通，或今天所稱的

「獨派」。從我的個人角度來說，無論是感情還是實際上，我都不可接受港獨。 

 

問：民協內比較資深的成員，是否普遍都共享這種民族主義的意識？ 

 

許：大部份都是認同，你看民協成立時的黨綱就知道，民協的信念是在香港實踐一個

民主的社會，去貢獻祖國，而我們期望祖國是民主、富強，這是具有濃厚的民主回歸

派的色彩。  

 

嚴格定義來說，支聯會都是愛國的，如果不愛國又怎會要求平反呢？現在支持獨立的

本土派，他們對中國沒有任何感情的，覺得無需理會中國的，民運人事與我何干？現

在香港人連香港的事也保護不了......幾年前支聯會被人批評「愛國愛民」，你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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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說的「愛國」已經被人扭曲了，這並不是政治正確或被接受的論說，因為一提及

「愛國」就好像等如愛黨。但你要看支聯會的全名，就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

動聯合會」，大家已經忘記了支聯會的全名了，但現在的本土派不只不支持，甚至要

區隔、獨立，那是另一個思路來的，這一定要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如果你讀呂大樂的

四代香港人，當我們講香港的故事時，就必須講香港的發展歷史，到底何謂香港人？ 

 

我們這班過去幾十年最積極參與政治的人，都是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在香港成

長、接受西方教育，香港雖然是沒有民主，但有自由、法治，這就是香港的特色。我

們這班人，至少就我而言，不會跟內地徹底一刀兩斷，把我們的根完全割斷。我們那

個年代仍然會覺得根是在內地；我們有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但不會覺得內地的根完全

消失，我們仍然是有這種感覺，不過我們的下一代就不再有這種感覺了。 

 

 

問：六四後約見魯平都是民主派的一個分歧？ 

 

許：我覺得那又是回到民主回歸派的狀況，就算是港同盟和支聯會，他們基本上都屬

於民主回歸派。 

 

為何我們要跟魯平接觸呢？現在有一個詞叫「務實民主派」，就是你作為政黨，在越

來越接近九七的時候，除非你是推動港獨，但那個是你的宗主國，你作為地區的政治

團體，怎能不跟中央政府接觸呢？問題是你如何理解和接觸，所以我們當時做了大量

研究和討論：對中共的發展及中共的情況、我們基於甚麼條件下接觸......然後魯平來

港時我們會約見他並反映香港人的意見，包括最後反映港人對六四事件的看法。 

 

問：所以在民主回歸這個這個框架，可以很闊的，只要認同回歸及有民主的元素？ 

 

許：民主派在 8964 後才出現分歧，直到今天甚至是撕裂的。今天有人批評八十年代

的領導，說老泛民支持回歸是出賣港人的這種說法，我覺得不是太公平。每個年代，

就好像我回答民協為何在八十年代不說政治的論述一樣，八十年代根本不是用這套語

言，以及那時的脈絡並不是在處理這個問題。你在三十年後批評三十年前為何不用其

他方法去處理回歸的問題，我沒有那個水晶球，而當時整個社會氣氛和狀況都是朝向

民主回歸的路線，大家不反對回歸但要求有民主。當時就算你提出獨立，人們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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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現實，況且那個年代大部份的香港人都跟內地有不同程度的連繫，大家只不過是

害怕共產黨而已；如果他們覺得有基本法的框架，可能就頂得住了。 

 

那個時候只有三個選擇，一是繼續做英國的殖民地，第二是獨立，第三就是回歸。當

時所有的大專院校都是反殖，不同意英國繼續殖民地統治，尤其是中大。我當年參加

迎新營的輔導員是羅沃啟，他當年是拉抗議橫額迎接戴卓爾，反對三條不平等條約，

這個情況下怎會不是民主回歸派？當時是沒有條件可以獨立的。當你不能獨立，又要

回歸，怎麼辦好呢？這樣我們就要求民主回歸，假如今天真正落實「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我覺得香港人是會接受的，但現在整個發展(包括 831 決定)違反了中英聯合

聲明，當年中央承諾的事情沒有做到，所以錯不在香港，而是他們錯。 

 

話說回來，我們曾經考慮過跟匯點合併，應該是 92、93 年的事。我們主動邀請，因

為覺得可以互補不足，匯點比較多學者，地區參政是相對少；我們則是做地區工作為

主，就算大家的選區都是互補的，我們集中在深水埗和黃大仙，而匯點的重點地區是

屯門、元朗，我印象中黃偉賢都是匯點。匯點的態度是一直是不置可否，直到 94 年

匯點突然與港同盟合併。九十年代的時候，可能滙點覺得馮檢基跟中方有少許連結，

所以不信任他，但去到今天，你會發現變成建制派的都是來自匯點的人。 

 

問：你由一個社工專業，到加入民協的過程？ 

 

許：配合，我畢業後協助廖成利，然後加入民協，當時我沒有想過自己會參選，反而

做了大量的助選工作。我最初在明愛工作，工作是做組織，80 年代很流行成立居民

團體，然後為他們助選。我 85 年第一次接觸區議會選舉，當時是明愛的同事都在協

助莫應帆助選。後來輾轉我成為東頭的社區發展隊，因而認識莫應帆，後來他打算連

任，所以我一直都是幫他助選。 

 

88 年的區議會選舉，開始出現所謂的泛民主派，只不過選舉成績不太理想，有些區

都輸給一些舊式的、傳統的街坊組；91 年因為六四效應所以全勝。91 年有一位議員

退休，於是廖成利遊說我出來參選。當時我要考慮，如果我要做社工的話，我應該是

要組織居民去參與，但社工也是公民來的，我們自然可以去參選。如果我們常常鼓勵

別人出來選，到底我們會不會出來參選呢？參選與否是其實有很多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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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94 年我才決定參選，成功當選後就繼續做下去，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我不是

因為甚麼策略而選這個區，純粹因為上一任議員退休，所以我來接手。選了下來，我

發覺自己慢慢地愛上了這個社區，因為我喜歡做基層的組織工作，我以前組織過深水

埗私人樓宇的社區，又做過臨屋、西貢鄉郊區，主要是要服務一些較為弱勢、邊緣的

社區，我自己是一直比較有心做這方面的服務，而黃大仙區整體來說都是屬於一個基

層的社區，如果你翻看人口普查，你就會發現竹園區的居民的收入都是比較低，人口

老化問題嚴重，剛好我很喜歡這個社區的風格，所以我在這裡都服務了一段長時

間。  

 

我們社工都是傾向社會的改革，以及走中下階層的路線，而不是革命。我覺得留在民

協是因為可以實踐到自己政治的理想，其實參政並不是我最感興趣的事，但如果我們

看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是需要有人走到前線去參與。 

 

問：整個八十年代都是社工最蓬勃的時期，配合政治開放的機會，所以民協就是乘住

整個社會大環境而走出來，現在的處境好像不再一樣。 

 

許：現在的社工已經沒有倡導的角色，而且做不到一個關鍵多數。八十年代始終不一

樣，因為當時政黨還未出現，所以社工才會自己去搭建這個平台，民生關注組才會出

現。七十年代，社工這個專業仍在發展當中，直到八十年代才開始成熟，但更重要的

是政府有投放資源在當中，以及開展大量新的服務。無論是人手、專業範疇都快速發

展，開始有一個關鍵多數，配合到整個社會氣氛，又能夠推動民間社會。 

 

回顧過在處理社會問題上，社工過去都曾經有一個角色的。例如外展社工面對年青

人，都會提這些社會問題，進行社會改革，現在就完全沒有這種角色，可能是有很多

原因，社工本身如果是一個關鍵多數的話，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渠道去疏導和處理一些

社會問題，讓社會關注這些問題。 

 

回歸二十年，其實大部份特首對民情的回應都是不及殖民地政府，這是最重要的問

題，殖民地政府當初都是要面對很多不同的問題，但她的政治手法和管治殖民地的傳

統的技巧是比較高明。他們知道自己的認受性不足，當社會有不滿的時候，他們就要

思考如何處理這些社會問題，而非壓迫。例如六七暴動後政府立即成立小組研究暴動

背後的原因，以及後來推出一連串的政策，但你看年 2015 年初一的暴動發生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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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特區政府卻甚麼都沒有做，這件事如此嚴重，怎可能不成立一個高層次的小組去查

看到底發生了甚麼問題？可能是這個政府不敢知道，因為背後的問題可能是他處理不

到的，但都不能這樣的，這樣的政府還在領導香港的嗎？所以中產的階層是很失望

的，香港的政府為何會變成這樣？香港應該值得選出一個更好的領袖。這幾年社會是

很不滿的，當然不是說支持暴動，但為何香港會變成這樣子？ 

 


